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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12 年安徽省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分析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生态补偿政

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均 GDP 降低 2.93%;且生态补偿政策对人均 GDP 的降低效果具有滞后效应,降低效果为 2.15%。进

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人均 GDP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及第三产业的产值未能弥补试

点城市为生态补偿政策付出的机会成本。从政策评估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牺牲上游地区经济增长为代价的,

因此,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双重差分模型 流域生态补偿 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任务,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

态补偿制度”的政策导向,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1]。环保部于 2011年 9月下发了《关于开

展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的实施方案》,上游地区的实施对象为安徽境内黄山市的 7个县区以及宣城市的绩溪县。横向生态

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通过采用公共政策或市场化手段,调节不具有行政隶

属关系但生态关系密切的地区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5)[2]。根据环保部

的文件,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
[3]
,该方式具有责权利对等的特点:一方面,受偿方为了增加提供生态产

品的能力,不仅会在当地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以保护林地、耕地等自然资源、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治理,同时往往还会

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防止企业等生产者带来的新的污染;另一方面,补偿方要求受偿方牺牲发展机会来提供更好的生态

产品,因此将通过及时足额提供补偿资金的方式分担对方增加的成本。 

上述活动不仅增加了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可能丧失发展机会的成本。在流域生态补偿中,流域上游的

地区一般经济相对落后,经济增长的需求十分强烈,导致其发展经济与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4]。这引发了学界对地区

间发展机会的公平性,特别是由于生态建设而导致个体和单位失去发展机会的公平性的讨论[5]。已有文献认为,流域上下游政府利

益目标不一致会使双方的生态补偿具有明显的博弈特征
[6～8]

,因此,在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和补偿达到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

状态[9,10]的问题上,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将受偿方增加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成本归结为生态补偿标准公平的问

题,可以通过科学核算生态补偿标准来解决[11～16];对于受偿方是否会增加丧失发展机会的成本,目前并没有定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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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供给、调节等服务[17,18],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初衷是让黄山市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不影响其自身

发展。但事实上,制约工业、治理污染使得黄山市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此背景下,政策规定中提出的提供补偿款很

有可能无法弥补其机会成本,从而制约了黄山市的经济增长。本文基于政策评估方法,把流域生态补偿的受偿方地区看成是政府

对某些地区实施的政策实验,并设置其为实验组,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对受偿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积极

推进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域 

新安江位于中国的东部,起源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的山区,在浙江省杭州市境内汇入千岛湖。作为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试点,新安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典型的示范意义。新安江流域的首轮试点于 2012 年正式实施,第一轮试点时间为

2012～2014 年,三年共投入资金 15 亿元,每年拨付 5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流域综合治理、水环境

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该政策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都取得了良好成效,新安江黄山段的整体水质

好转(黄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4),千岛湖的综合营养指数也呈下降趋势(中国环境年鉴,2011～2014)。基

于第一轮试点的效果显著,黄山市于 2015年 6月开始生态补偿的第二轮试点工作,提高了资金补助标准并调整了水质考核标准和

补偿方式,2016 年 12 月皖、浙两省在长三角峰会上签订了第二轮试点协议。第二轮试点时间为 2015～2017 年,三年共投入资金

21亿元。 

安徽省黄山市与安徽省境内其他没有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地级市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相关指标统计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后,黄山市和安徽省其他市的经济总量、教育财政投入总量、平均劳动参与率、资本

投入总量都是上升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公路密度增长率是下降的;黄山市在政策实施后,平均第二产业占比下降,而其他市

的总体趋势是上升。上述数据表明,生态补偿政策使得黄山市的第二产业比例下降,而这样的现象是因生态补偿导致还是普遍的

经济发展趋势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表 1实施生态补偿政策(2012年)前后黄山市与其他市的现实情况 

统计指标 2005～2011年 2012～2016年 
 
2005～2011年 2012～2016年 

经济总量(亿元) 1767.76 2506.20 1935.47 3169.49 

人均 GDP年均增长率(%) 12.54 8.48 13.76 9.66 

教育财政投入总量(亿元) 62.38 97.75 54.58 104.63 

平均劳动参与率(%) 0.62 0.66 0.57 0.61 

资本投入总量(亿元) 1304.53 2672.10 1004.26 3122.28 

公路密度增长率(%) 0.87 -0.06 0.28 0.02 

平均第二产业占比(%) 0.67 0.61 0.46 0.51 

 

1.2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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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生态补偿政策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新安江流域上游试点安徽省黄山市作为处理组来研究,生态补偿的首

轮试点在 2012年正式实施,选取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2005～2016年。最终选取 31个样本城市作为对照组:选取安徽省未成为试点

的地级市,为确保双重差分法使用的科学性剔除了同样受到生态补偿政策影响的安徽省宣城市;选取距离黄山市 300km 以内、非

安徽省境内的地级市(图 1),剔除重要指标缺失较多的浙江省丽水市、湖北省黄冈市、湖北省黄石市和福建省南平市。最终选定

的 31个对照组样本如下: 

安徽省(14个):安庆市、蚌埠市、亳州市、池州市、滁州市、阜阳市、合肥市、淮北市、淮南市、六安市、马鞍山市、铜陵

市、芜湖市、宿州市; 

浙江省(6个):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州市、绍兴市; 

江西省(6个):抚州市、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上饶市、鹰潭市; 

 

图 1黄山市 300km以内地级市 

江苏省(5个):常州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镇江市。 

本文选取实际人均 GDP 作为因变量,用于衡量经济增长,在 Abadie 等[19]、王贤彬等[20]、杨经国等[21]的研究中,选取人力资本

水平(education)、劳动力投入水平(labor)、资本投入情况(capital)、公路密度(traffic)、产业结构(construction)作为控

制变量,本文也沿用其设定。具体指标设定如下:(1)2005 年以来教育行业财政累计投入(education),单位为亿元,用来衡量人力

资本水平。宏观经济学中一般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本文使用的市级层面数据,部分城市未统计

上述指标,故用“2005 年以来教育行业财政累计投入”进行替代。(2)就业人数占人口比重(labor),单位为%,代表劳动力投入情

况。(3)2005年以来固定资产总投资(capital),单位为亿元,反映资本投入情况。(4)公路运输线长度与区域面积的比值的增长率

(traffic),单位为%,作为衡量公路发展情况的指标。(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construction),单位为%,反映当地的产业

结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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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要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全样本（N=384） 实验组（N=12)） 对照组（N=372)） 均值 

t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实际人均 GDP 32118.80 27829.86 15988.19 5670.473 32639.14 1457.20 -16650.95** 

人力资本水平 41.78 39.35 13.34 6.60 42.70 39.63 -29.36** 

劳动力投入水平 0.65 0.11 0.64 0.02 0.65 0.12 -0.01 

资本投入情况 0.10 0.13 0.03 0.02 0.10 0.13 0.06* 

公路密度 0.17 0.41 0.48 1.03 0.16 0.37 0.32*** 

产业结构 0.11 0.08 0.13 0.02 0.11 0.09 0.14 

 

注:数据来源为 2006～2017年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上述研究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劳动力投入水平、产业结构无明显差异,实验组的资本投入情况和公路密度高于对照组;而

实验组的实际人均 GDP、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1.3双重差分方法 

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简称 DID)的具体方法就是构造成为生态补偿试点的“实验组”和其他没有成

为生态补偿试点的“对照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对比成为试点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从而检验政策的效果。以实际

人均 GDP 的对数形式(Yi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变量“试点(pilotit)”反映所关注的城市是否为生态补偿试点,取值为 1 代表该市

是生态补偿试点城市,取值为 0 代表非试点城市;用变量“政策实施时间(timeit)”反映生态补偿政策的进程,于政策实施的当年

和此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生态补偿试点政策(didit)”为“试点(pilotit)”和“政策实施时间(timeit)”的交叉项,用来检验

政策效果,衡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i 代表各个城市,t 代表时间。Xikt表示第 k 个控制变量对人均 GDP

的影响。 

 

式中:β1 用来控制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δ0 控制时间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带来的共同冲击;δ1 是改革效果的系数,是本

研究主要关注的变量。 

2 模型设定与回归结果 

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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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进行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1)、(2)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当年实际人均 GDP 的影响,

模型(3)、(4)为该政策对因变量的滞后一期效应;模型(1)、(3)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4)加入了控制变量。 

表 3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实际人均 GDP 

(1) (2) (3) (4) 

didt 

-0.0157 -0.0293** 
  

(-1.12) (-2.51) 
  

    

didt-1 
  

-0.0191 -0.0215** 

  
(-1.55) (-2.04) 

time 

1.1586*** 1.0833*** 1.0338*** 0.9654*** 

(47.99) (37.20) (45.94) (34.45) 

pilot 

-0.4023*** -0.4405*** -0.4032*** -0.4448*** 

(-2.65) (-2.58) (-2.68) (-2.89) 

人力资本水平 
 

-0.1023 
 

-0.1029 

 
(-1.20) 

 
(-1.30) 

劳动力投入水平 
 

-0.2536 
 

-0.2275 

 
(-1.20) 

 
(-1.07) 

资本投入情况 
 

1.91e+07*** 
 

1.78e+07*** 

 
(6.74) 

 
(6.66) 

公路密度 
 

-0.0025 
 

-0.0015 

 
(-0.4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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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 
 

-0.3132* 
 

-0.3778** 

 
(-1.91) 

 
(-2.42) 

常数项 

9.3963*** 9.5193*** 9.5212*** 9.6364*** 

(60.53) (43.93) (61.41) (44.81) 

R-squared 0.9847 0.9909 0.9840 0.9899 

观测值数 384 384 352 352 

 

估计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资本投入情况的当期和滞后一期中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的当期变量在 10%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滞后变量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加了控制变量的模型中,生态政策实施的当期变量、滞后一期变量均在 5%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黄山市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且影响具有滞后效应。生态补偿政策当期的

降低效果为 2.93%,滞后一期的降低效果为 2.15%。上述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政策对实际人均 GDP 具有降低效果,对经济增长的制

约是不可忽视的;但同时,降低效果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长远来看只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该政策是具有实施

意义的。 

3 稳健性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在政策评估中被广泛应用,其基本逻辑是将受政策影响的地区作为处理组,合适的未受政策影响的地区作为对

照组。该方法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因其参照组的选取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而具有明显的劣势,此外,地区自身的特征也是影响其是

否被选为试点实施政策的因素,双重差分模型无法排除政策的内生性[22]。因此,本文将对双重差分方法在研究问题中的适用性做

出分析[23]。 

3.1生态补偿试点的选取是否随机 

采用 Logit模型来检验选取生态补偿试点的标准。选取 2000～2011年还未实行政策的各市数据,以“是否为生态补偿试点”

为因变量,选取“实际人均GDP”、“实际人均 GDP增长率”、“人均教育财政投入”、“就业率”、“资本投入/名义 GDP”、

“公路运输线长度/区域面积”、“第二产业比重”为解释变量。若实际人均 GDP 的高低会影响一个城市是否成为试点,则存在

内生性问题。生态补偿试点的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4。 

由表 4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实际人均 GDP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实际人均 GDP 不影响该城市是否成为生态补偿政策的

试点。其他变量中,实际人均 GDP 增长率、人均教育财政投入、就业率均不显著,表明上述因素不会影响试点选择;资本投入/名

义 GDP、公路运输线长度/区域面积、第二产业比重结果为正,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资本投入水平高的城市更容易

成为试点,交通发达、依赖二产拉动经济的城市更可能被选为试点。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对象实际人均 GDP 对一个城市是否成为生态补偿试点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试点城市的选取并不

是以人均 GDP为标准的。由此可认为样本的选择具有随机性,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前提。 

表 4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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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回归(1) 回归(2) 回归(3) 回归(4) 回归(5) 回归(6) 回归(7) 

实际人均 GDP 
-0.5521 

(-1.57)       

实际人均 GDP增长率 
 

-0.0600 

(-0.58)      

人均教育财政投入 
  

-0.0002 

(-0.49)     

就业率 
   

-0.8077 

(-0.30)    

资本投入/名义 GDP 
    

3.5265*** 

(3.08)   

公路运输线长度/区域面积 
     

0.1143*** 

(2.63)  

第二产业比重 
      

23.2003*** 

(4.54) 

常数项 
1.9873** 

(0.58) 

-2.7693*** 

(-2.37) 

-3.2288*** 

(-6.57) 

-2.9161*** 

(-1.67) 

-6.0674*** 

(-5.92) 

-4.1886*** 

(-8.85) 

-16.9457*** 

(-5.23) 

观测值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Prob>chi2 0.1081 0.5659 0.6028 0.0017 0.0289 0.0162 0.0000 

PseudoR2 0.0242 0.0031 0.0025 0.0927 0.0447 0.0542 0.2938 

 

3.2实验组与对照组政策实施前实际人均 GDP走势是否有相同趋势 

表 5选取了试点和非试点历年实际人均 GDP的组平均值,从表中看出,历年非试点城市的平均实际人均 GDP都高于试点城市。 

双重差分法应用的第二个前提假设认为,尽管试点和非试点存在差异,但只要在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它们的发展趋势一致,

也可以认为对照组是合适的。试点和非试点 2005～2016年的实际人均 GDP走势如图 2所示。 

表 5试点和非试点历年平均实际人均 GDP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试

点 
8111.72 9093.24 10284.45 11672.85 13073.59 14577.06 16486.65 18547.48 20698.99 22623.99 24343.42 258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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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试

点 

16811.82 18993.88 21512.28 23975.04 26538.65 29857.79 33298.50 36942.68 40715.34 44395.26 48106.34 51952.42 

 

 

图 2试点和非试点实际人均 GDP(2005～2016年) 

接下来,进一步以平均实际人均 GDP对数的差分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成为试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研究试点和非试点

在 2012年之前的实际人均 GDP趋势的特征。回归结果见表 6。表 6显示,政策实施前,试点与非试点没有显著差异,生态补偿政策

的外生性进一步得到了证明。 

表 6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两组实际人均 GDP差异回归 

变量 实际人均 GDP差分 

试点 -0.0006(-1.52) 

常数项 -2.2225***(-3.07) 

Prob>chi2 0.0512 

R-squared 0.0712 

观测值 192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不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事实上,该政策的选址仅和试点的地理位置有关,黄山市成为政策的实

验对象仅因其位于新安江流域上游,与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均无关。 

4 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试点受偿城市——安徽省黄山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本文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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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利影响的来源。 

4.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表 7展示了 2011～2016年黄山市第二产业比重,由表可知,自 2012年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以来黄山市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

且 2011～2015年之间降速越来越快;2016年第二产业比重的降速有所减缓,但较上一年相比,比重仍在下降。2016年以前黄山市

的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在 55%以上,这说明第二产业依然是黄山市的支柱产业。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后,污染企业、重工业企业等能带

来较多经济绩效的企业关闭,使得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从而降低了黄山市的经济增长速度。 

表 7 2011～2016年黄山市第二产业比重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二产业比重(%) 68.08 66.36 64.51 62.34 56.66 55.40 

与上一年差值(%) - -1.72 -1.85 -2.17 -5.68 -1.27 

降速 - -2.52 -2.79 -3.36 -9.11 2.24 

 

4.2第三产业未能弥补机会成本 

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若要弥补第二产业产值下降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三产业应起到较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图 3 展

示了黄山风景区 2011～2016 年的接待游客人次与营业收入情况。由图可看出,2012 年黄山风景区的接待游客人次和营业收入均

出现了下降,2013 年之后两者均开始回升,但上升趋势较为平缓。由图可知,2012 年之后,黄山市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并未能

对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 

 

图 3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人次与营业收入(2011～2016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2016 年)显示,北京市、上海市、黑龙江省、湖南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等 20 个省、直辖市在近

5 年间发生过国际旅游收入的负增长。图 4 显示,2012～2015 年全国 31 省、直辖市国际旅游收入之和有所下降,这说明,在此期

间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增长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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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国 31省、直辖市国际旅游收入堆积柱状图(2008～2016年) 

结合黄山风景旅游区的走势,说明减少工业、改善环境在短期来看还不能起到提振旅游市场的作用,且旅游业的变动与生态

补偿政策并无直接关联。 

综合以上分析,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之后,积极响应政策,关停了第二产业中造成污染较为严重的工业企业,使得经济增

长速度下降;同时,黄山市的旅游业产值虽然整体也在上升,但仍未能弥补第二产业产值下降带来的人均 GDP下降。上述两个原因

的共同作用,使得短期内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黄山市的经济增长,如何平衡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是政策实施中应注

意的要点。 

5 结论 

本文利用 2012 年安徽省黄山市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估计成为生态补偿试点对

黄山市实际人均 GDP的影响,并分析了该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1)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黄山市的人均 GDP; 

(2)生态补偿政策短期内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的暂时受创。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警惕生态补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要坚持“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制约了经

济增长的地区应得到更多补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并进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2)转变以往依赖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新兴产业,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控制线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战

略下的综合统筹型生态补偿机制。 

在流域环境整治中,实行生态补偿的除了新安江流域还有福建闽江、辽宁辽河、江西东江等,其共同点是生态补偿政策的费

用全部由政府承担,这不仅给财政支出造成高强度的压力,还将因融资渠道单一而无法提供足额的补偿款,因此,如何在流域资源

补偿中合理分配资金是政策设计的重点
[24]
。除此之外,可通过实行比例分担、社会参与原则积极争取社会资金,如通过政府和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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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 PPP)的方式筹集资金,在此过程中应规范工作、加强监管,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

制,实时监督资金的投入与去向,做到规范化、透明化和公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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